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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大陸驅離「低端人口」作為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王信賢主稿 

 

官方文件出現「低端人口」用語，帶頭貶抑特定人群引爭議；後當

局改稱「生活性服務業勞動者」，凸顯政策對賦予社會階層定義具

相當影響力。 

中共力推京津翼協同發展，北京首務為紓解非首都功能，惟近外來

人口遽增，官方企藉此次驅離，降低人口壓力及完善城市整體重規

劃。 

習家軍迅速突起，地方執政經驗不足且急於示忠，致此類社會治理

問題層出不窮，不僅與法治保障背道而馳，更與中共「十九大」強

調「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目標具極大反差。 

 

2017年 11月 18日，中共「十九大」結束不到一個月，北京大興區西

紅門鎮發生火災導致多人死傷，其多為居住在廉價公寓的外來務工人員，

而北京當局的回應就是驅逐與此次死傷「同一類型」的人群，在火災第二

天雷厲風行、部署為期 40 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

行動」。而這些「清理」不只是在大興區，或五六環線外的區域，還包括

朝陽區、西城區、東城區與海淀區，幾乎是全北京市的行動。這個被大陸

網民戲稱為北京「排華」或「切除」行動引發輿論的反彈，除驅離方式，

包括斷水斷電、斷供暖、限期搬遷、強行清理及行政拘留等，其合法性和

程序正當性備受質疑外，此一事件亦涉及深層的制度、社會結構分化、複

雜的土地利益及習近平時期的「社會治理」等綜合問題。本文分析與觀察

如後。 

 

（一）官方帶頭「貶抑」特定人群 

        此次事件的爭議之一即是「低端人口」四個字，其指的是低學歷、低

收入、從事低端產業的人口，此一語彙出現在官方文件與宣傳標語，如北

京的城市規劃及人口調控方案；此外，在北京房山區和石景山區亦先後出

現「清理整治低端人口」的內容，且明訂「嚴格執行」，此種由官方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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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人群等級頗有爭議。雖然這在中共歷史上並不陌生，包括其對「人

民」的階級劃分，及文革時期的「紅五類」、「黑五類」等，但「低端」

出現在官方文件實讓人有時空錯置之感。 

         此一人群雖被官方界定必須「清除」，然其非但未對城市治安與穩

定造成威脅，反而對北京這特大城市有所貢獻，其工作多為本地人不願從

事的服務業，這從在「清除」工作後，北京的快遞不再「快」，「外賣」

也變得不再即時，餐飲業等部門價格飛漲可看出。日前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視察慰問所謂的「低端人口」時，便選擇快遞、物業等行業，還在宣傳中

創造一個新詞彙「生活性服務業勞動者」；然而，詞中的「生活」二字，

顯然指的非生活在地下的低端人口之生活，而是「真正的」城市人口-中

產以上人群的生活。因此，我們可發現，當前中國大陸整體社會資源按城

市等級逐層遞減，而社會階層也愈加僵化，除市場因素外，政策在其中顯

然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僵化的戶籍制度與複雜的土地利益 

與此一事件最直接相關的是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區隔人群的「戶籍制

度」以及其所延伸的「土地制度」。大陸戶籍制度根據地域和家庭成員關

係，將戶籍屬性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農業戶口可以在

所在農村獲得土地使用權，但不能在城市享受如就業、教育、醫療、社會

保障等方面的福利，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城市的聚集效應出現，在北

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杭州等這類城市，戶籍問題真正的關鍵是

從「農」與「非農」轉移至「本地」與「外來」的區別。 

為避免湧入過多的外來人口，近年來各大城市紛紛開始管制「落戶」

與提高外來人口進入的門檻。以北京為例，北京人口從 1949 年的 420 萬

增至 2016 年的 2,172 萬，故北京當局一方面提高「落戶」的門檻，2016

年北京新增戶口僅 2.4 萬，增速大大降低，這也是為何近年頻頻傳出北京

戶口的「黑市價格」暴漲的原因。另一方面，北京市總人口數已接近

2017 年 9 月公布的「北京城市總規劃」所明定 2020 年總人口為 2,300 萬

人，這也是為何居住在北京的外來人口成為被「切除」對象的主因。 

    在土地問題方面，中國大陸農村土地為集體所有、城市土地為國有，然

而，在集體土地市場化的推動下，也讓原本複雜的土地問題成為地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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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農民等「兵家必爭之地」。2015年 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

國務院在全大陸選 33 個地方試點，推動集體土地進入市場，大興區是北

京市唯一入選的區域，該區由於位居城鄉接合部，土地被工業區、小作坊

和外來人口租住的公寓分割而呈現「碎片化」，完全阻礙北京當局「整體

規劃」的意圖，故「大清理」就成為解決零碎產權問題的最佳選項。再加

上驅趕外來人口後，北京正在試著將城中村和城鄉結合部的村民集體所有

土地也納入開發規劃，安排「農村集體土地入市」的改革試點，其中龐大

的利益不言可喻，連帶提高地方的積極性。 

 

（三）「清除」是「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一部分 

此次「大清理」是因大興區大火的偶然還是北京整體城市規劃的必

然？本文認為大火只是導火線，事實上，這一切都在官方的既定議程中。

因自 2014 年 2 月習近平首次提出「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後，國務院

2015 年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北京市先後於 2015 年通過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貫徹『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

意見」、2017年「北京市總體規劃」，由上而下確定北京市 2,300萬的人

口上限。因此，如何「疏解」北京「多餘人口」與非首都功能就成為北京

市當局的首要任務。而既然是「既定議程」，就有必要將此事件的全貌看

清楚，這就得將「雄安新區」與「通州副都心」一起列入考量。 

    在「雄安新區」方面，2015年 2月 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第九次會議上提出，「作為一個有 13 億人口大國的首都，不應承擔也沒

有足夠的能力承擔過多的功能。」故「雄安」具有最大規模首都疏解區的

功能，用北京的「切除」加速雄安的建設，用雄安吸收、緩解北京「切

除」後的震盪。在「通州副都心」方面，近期北京市已啟動搬遷至通州副

都心，包括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協等「三大班子」率先完成搬遷工

作，預計兩年內帶動 40 萬人「東遷」，協助紓解北京城區人口。就此而

言，此次的「硬切除」是屬於北京城市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從 2014

年北京即已出現「軟清除」的手段，包括上調水、天然氣、交通價格，拆

除傳統市場與幼兒園，並不斷提高外來者入城的門檻，如外來人口的小孩

要入讀公辦學校，其父母需提供多達 28 份證明資料，增加外來人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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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沒想到他們並未「知難而退」，故在「政治壓力」下，「硬切除」

成為必然。 

 

（四）社會力量孱弱的回應 

        北京市政府此一「切除」的行動，引發社會輿論極大的反彈。然而，

大量的網路評論在「網管」部門持續高效刪帖下被屏蔽，超過百名知識分

子發布致中共中央的聯署信也幾乎未獲官方的回應。部分藝術家將政府驅

趕民眾的影片上傳到網路以為聲援，隨即遭當局搜捕，而被清理的人群也

多次在夜間舉標語抗議，由於未具組織與動員能力，也都無法改變任何結

果。在社會組織方面，部分基督教組織和「同舟家園」等 NGO 伸出援

手，為此些被驅趕的民眾提供緊急住宿安排和餐飲業的工作崗位，但多被

公安勒令關停，甚至「同舟家園」的負責人也遭到驅逐；與此同時，作為

準官僚組織且與此事件相關的婦聯、工會與中國紅十字會等卻完全緘默。

就此而言，不論是網路的聲援，抑或實際行動的抗議與救援，面對北京當

局強大的「切除」能力都顯得微不足道，而當局在輿論的壓力下雖放緩

「清理」的步伐，但依舊沒有改變其意志。 

 

（五）習近平「新時代」社會治理？ 

從此事件也發現一個值得觀察的面向，過去五年來習近平為組建自己

的人馬，諸多目前省市區一、二把手的升遷為「軌跡不變（副省長、省長、書

記）但速度改變」，「之江新軍」以火箭般的速度「迅速就位」，然在這

種狀況下，有兩項隱憂，一是執政經驗不足，另一則是為表對習的忠誠而

採過激的手段。近一年來的例子不勝枚舉，如杭州為迎接 G20峰會大規模

城市改造、限制物流和車流，廈門為舉辦金磚峰會同樣採堅壁清野式的維

穩、深圳嚴禁電動車等，都是此種邏輯下的產物，而此次北京的「清理」

與「切除」更是如此。 

        此一事件在中共「十九大」甫落幕後發生，「十九大」明確標示中共

意識形態、中國大陸發展已進入「新時代」，本次政治報告所提「打造共

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其目標是要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

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較過往更加強調「法

治保障」。然而諷刺的是，這次北京當局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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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僅於法不合，也完全違反「新時代」治理的「現代化」與「創

新」。 

        北京作為首善之都，其「清理」行動也引發其他城市效尤，近期包括

上海、深圳，以及福建、浙江的部分城市紛紛傳出清除「低端人口」事

件，當地政府在各處張貼告示，要當地住戶限期搬離並執行拆遷。此次一

連串的「清理」事件，再加上近期的「煤改氣」事件導致華北多地民眾在

寒冬中受凍，以及「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等，皆引發網民以及國際媒

體的熱議，這對比甫閉幕的「十九大」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有極

大反差，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若是建立在此類「切除」事件之上，也

將格外諷刺。 

 

 


